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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论洋务派民用企业的性质和作用

王承仁 刘铁君

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
,

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创办民用企业
,

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
,

共建

成 30 个左右
。

这些企业都采取官办
、

官督商办
、

官商合办的形式经营
,

以官督商办为主
。

关

于这类企业的性质和作用
,

至今仍众说纷纭
,

莫衷一是
。

本文拟对这些间题作些探讨
,

以求

教于学术界
。

一 洋务派民用企业是否代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和方向

如何看待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方向
,

是评价洋务派民用企业性质和作用的核

心
。

有的同志认为
: “

从官办到官督商办
、

官商合办
、

再到商办
,

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走

过的一条特殊道路
”

①
。

我们认为
,

这个看法不符合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
。

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首先产生于商办企业
,

它不是从官办企业开始的
。

1 8 5 2年
,

上海
“

离中

虹桥不远
,

有粤人郭甘章在彼设船坞厂
,

初闻凑资不易
,

诅事成之后
,

大得利益
”
②

。

它早于

洋务派民用企业 20 年
,

比他们办的军事工业也要早近 10 年
。

60 年代
,

当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

时
,

商办企业又出现了上海方赞举等办的发昌号机器厂
、

广东陈淡甫的陈联泰机器厂
、

天津

的德泰机器厂等 6 家
。

70 年代
,

洋务派开始办民用企业时
,

商办企业 已达 40 多个
。

甲午 中日

战争前夕
,

商办企业发展到约 30 0个
,

除倒闭的外
,

继续经营和正在兴建的约2 32 个
,

资本总

额为 1 2 。。万元③
。

这些商办企业虽然在规模
、

技术设备和资金上
,

都远不如洋务派民用企业
,

但数量却远远超过了
,

它们中大多数一直是循着商办的道路艰难发展的
。

洋务派自己办的工厂企业
,

也没有循着上述那条
“

特殊道路
”

发展
。

洋务派最先兴办军事

工业时
,

明确规定只许官办
,

不许民办
。

他们所办的民用企业
,

同时既有官办
,

也有官商合

办
,

大多数为官督商办
。

这些企业的结局
,

不是倒闭
,

就是被帝国主义吞并和霸占
,

或为清

政府和继起的政府接办
,

很少有转为商办的
。

历史事实说明
,

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一开始
,

就

存在两种不同性质
、

不同经营形式的企业
、

没有同一的发展轨迹
,

所谓统一沿着一条
“

特殊道

路
”

发展的论点
,

完全是虚构的
。

洋务派民用企业是否代表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
,

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

展的方向呢 ? 我们认为
,

这要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什么要求
,

洋务派办企业的活

动是否适应和满足了这种要求
,

适应和满足的程度如何去考察
,

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

论
。

19 世纪后半期
,

中国已基本上形成了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
,

这

是学术界所公认的
,

此不赘述
。

这里仅就资金积累和一部分人要求投资近代企业的情况
,

作



简略的阐述
。

中国是 由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
,

他的原始资本积累

过程和兴办近代企业的途径
,

与西方列强有明显的不同
。

中国原始资本积累
,

主要是在进入

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
,

一部分官僚
、

地主
、

商人和买办
,

通过封建的或半封建性的剥削妥

以及为外国经济侵略服务而积累财富
,

他们中的一部分人
,

在外资企业获得高额利润的刺激

和影响下
,

迫切要求投资于近代企业
。

他们要求投资办近代企业的积极性
,

主要表现在如下

三个方面
:

第一
,

如上所述
,

他们中已有人在极艰难的条件下
,

兴办了一批近代企业
。

第二
,

一些人虽然迫于封建主义的压抑
,

不敢独立兴办企业
,

但出于获得高额利润欲望

的驱使
,

已把资金投入外资企业
。

据统计
,

60 年代前
,

仅上海的外商航运业
,

买办投资就达
2。。万元以上

,

占这些轮船和企业资 本 的粤乃至全部④
。

早期垄断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
,
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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旗昌
、

琼记
、

怡和
、

汇丰等
,

都有华人投资
,

从 30 %至 80 %不等
。

70 年代
,

怡和洋行在中国

敷设的第一条铁路— 吴淞铁路
,

也有相当数量的华商投资
。

第三
,

出现了一批申请办近代企业而未获批准者
。

如 19 世纪60 年代
,

容朋与沙船商人赵

立诚
、

道员许道身
、

和与外国势力有联系的
`

吴南纪
’

等几批兼具官
、

绅 (买办 )身份的
“

商人
” ,

向两江总督曾国藩察请设立轮船公司
; 同时

,

洋行买办和买办化商人
,

雇买洋船在通商口岸

往来营利的现象
,

也很普遍⑤
;
仿设纺织厂的拟议

,

则在 50 年代就已初显端倪
,

到 18 6 5年
,

买办商人同外国资本家聚议招商设厂
,

并
“

自制颜料备染布匹之用
”

的情况已经出现
,

以后更

是活动频繁⑥
。

这些情况说明
,

中国不仅 已经基本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
,

还出现了投

资兴办近代企业的潮流
。

中国私人资本主义能否顺利发展
,

关键在清政府和洋务派对它是采

取支持
、

鼓励
、

保护
,

还是压抑
、

排挤
、

打击的政策
。

李鸿章等对中国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有一定认识的
。

他们 曾指出
: “

近年华商殷实

狡黯者多附洋商名上
,

如旗昌
、

金利源等
,

华人股份居其大半
”

⑦ ; “

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

船
,

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
”

⑧
,

并看到了
“

数十年后
,

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机器制作以

求利益者
”

⑨
。

他还认识到了外国经济侵略的深化对 中国造成的危害
,

认为国家要富强
,

就必须

与
“

洋商争利
” 。

按照事物发展的正常规律
,

李鸿章等有了这种认识
,

就应该为商办企业的兴

办和发展奔走呼喊
,

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那部分权力和对清政府的影响
,

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
,

给商办企业以支持
、

鼓励和保护
。

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
,

而是在兴办军事工业时
,

并不同时兴

办民用企业
,

更没有去支持商办企业 ; 到了迫于军事工业的需要而办民用企业时
,

又只官办
、

官督商办
、

官商合办
,

不鼓励
、

支持商办
。

诚然
,

李鸿章等也不乏空泛的允许私人办企业的

议论
,

但他们从来没有提 出过有实际作用的主张
,

以及哪怕是稍微改变束缚私人资本主义发

展的陈规陋习
。

他们所强调的是吸收私人资本到
“

官督商办
”

企业中来
,

对资本市场实行垄断
。

这说明
,

他们办民用企业
,

并不象 日本明治政府那样
,

是示范
、

推动和带动私人创办企业
,

而是用
“

官督商办
”

去限制
、

压抑私人办企业
。

他们的这种做法
,

虽然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

围内
,

满足部分人投资近代企业的要求
,

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
,

但限制和阻挠私人兴办企业
,

却是从根基上束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
,

这是人为的扭曲了

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轨道
,

是一条发展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道路
,

没有正确反映中国社

会经济发展的方向
。

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腐朽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下发展
,

不可能在

半殖民地的条件下
,

依靠封建买办官僚走上
.

富强的道路
。

我们认为
,

根据当时的条件和所面

临的形势
,

中国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正确道路
,

只能是在办军事工业的同时
,

尽力兴办民用企

业
,

在官办企业的同时
,

大力扶持 民办
。

任
:
何把两者分割和对立的政策和做法

,

都不是正确



反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和方向
。

也许有同志会说
,

这样要求洋务派
,

超出了他们所处的历史地位
,

是对历史人物的苛求
。

我们不这样看
。

大家知道
,

洋务派和李鸿章
,

并不是一般的政治经济派别和个人
,

而是清政

府中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当一部分实权
,

主持整个洋务事业的当权派
。

对他们的评价
,

就不仅要看他们做了什么和是怎样做
,

还要看在其权力和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
,

他们对基

本成熟了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
,

提供了什么条件
; 不仅要把他们与本阶级 中的其它派别相比

较
,

还要放到时代要求上去考察
。

而且
,

清政府办什么企业
、

如何筹措资金
、

采用什么方式

办
、

官与商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等等
,

一般都是李鸿章等主动提出
,

清政府照例同意

和批准
。

因此
,

这些主张和政策
,

正是洋务派思想立场的真实写照
,

也部分反映了清政府的

思想主张
。

人们把这些主张和政策
,

与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联系进行考察
,

这绝不是苛求前

人
,

而是还历史发展以本来面 目
。

如果只根据他们做了什么
,

就事论事的评价
,

那才是真正

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
。

二 官督商办企业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

官督商办是洋务企业最主要的构成部分
,

它的最重要特点是
“

官为扶持
”

和特许专利权
。

因此
,

对洋务派的
“

官为扶持
”
和特许专利权如何看

,

是评价官督商办企业的地位和作用的基

本内容
。

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
,

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扶持
,

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
,

如为企业借垫官

款
、

谋求减免税收
、

给企业以营业特权等
。

这些做法始初确实具有吸引力
,

促使一部分人投

资于近代企业
。

因而
, “

官为扶持
”

对官督商办企业的兴办和某些发展
,

是起了积极作用的
。

但是
,

洋务派官僚与商人对
“

官为扶持
”

的理解和要求
,

并不完全一样
,

郑观应和李鸿章

各具代表性
。

郑观应的理解和要求是
: “

全恃官力
,

则巨费难筹
,

兼集商资
,

则众擎易举
。

然

全归商办
,

则土棍或至阻挠
,

兼倚官威
,

则吏役又多需索
,

必官督商办
,

各有责成
;
商投股

以兴工
,

不得有心隐漏
,

官稽查以征税
,

亦不得分外殊求
,

则上下相维
,

二弊俱去
” L

,

强调

的是在兴办企业中发挥官商各自的优势
,

兴利除弊
,

使企业得到顺利发展
。

如真能这样做
,

企业有一个 良好的经营环境
,

内部有一 个官商相辅相成的和谐关系
,

它们得到发展是完全可

能的
。

但李鸿章等的
“

官为扶持
” ,

则是
“

由官总其大纲
”

⑧
,

企业的
“

所有盈亏
,

全归商认
,

与

官无涉
” L

,

强调的是官掌大权
,

商认盈亏
。

既然总揽大权领取高薪的官对企业经营好 坏 不

负责任
,

那他就可以尸位素餐
,

以权谋私
,

贪污舞弊
。

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就管理不善
,

弊

端丛生
,

愈演愈烈
,

根源就在这里
。

当时有人指出
,

招商局及正在筹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的

官员
, “

在经营管理方面衙门式的干预
,

只会把这些企业引向混乱和垮台
”

L
,

这是
“

官 为 扶

持
”

对洋务企业摧残的重要表现
。

郑官应深感封建官僚恃权对企业的危害
,

及时提出了重商的

主张
,

要求改变官不能护商反而病商的局面
,

以便上下通情
,

官商合势⑧
。

这当然不起什么

作用
。

后来
,

他在总结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能顺利发展时
,

愤慷指出
“

官为扶持
”

是
“

名 为 保

商实剥商
,

官督商办势如虎
,

华商因此不及人
,

为从驱爵成怨府
”

L
。

郑观应的思想演变
,

反

映了商人对
“

官为扶持
”

由寄予厚望到希望破灭的过程
。 “

官为扶持
”

既起了扶持又起了扼杀洋

务企业的作用

对于商督商办企业享有的特许专利权到底应如何看
,

至今也是各说不一
。

我们认为
,

19

世纪 7
、

80 年代
,

中国近代企业尚处在起步阶段
,

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都还没有自己的近代



企业
。

这时
,

西方列强却凭借不平等条约享有的特权
,

向中国倾销商品
。 ;

洋货充塞 中 国 市

场
,

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航运业
,

外商在华非法设立各类工厂
。

在这种形势下
,

中国要发

展近代资本主义
,

就必须是既有官方尽力举办
,

又要大力鼓励
、

扶持私人创办
。

洋务派不这

样做
。

他们创办轮船招商局时
,

规定50 年内只许华商附股
,

不得独立创办同类企业
;
筹办上

海机器织布局时
,

、

规定
“

十年以内
,

只准华商附股搭办
,

不准另行设局
”

O ; 开平矿务局开办

时
,

规定
“

距离唐山十里 内不准他人开采
”

L
,

不但
“

不准另立煤矿公司
” ,

连
“

土窿采出之 煤

应尽商局照时价收买
,

不准先令他商争售
”

L
,

不仅垄断生产
,

还要垄断销售市场
; 电报局章程

也规定独 占商务电报
,

凡商人集资增设电线
,

必须置于该局控制之下L ;
、

等等
。

很明显
,

这

种垄断是在中国还没有这类企业的情况下
,

以封建政权为后盾
,

依靠封建官势取得
,

又为封

建官僚控制
,

是属于封建性的垄断
,

不是自由竞争的产物
。

这种专利虽然也能刺激一部分私

人投资于这些企业
,

但却从根基上阻遏了刚刚兴起的私办企业的潮流
。

而且
,

我们还应该看到
,

自由竞争是促使资本主义企业改进技术和经营管理
,

提高劳动

生产力的重要动力
。

李鸿章等一开始办企业就搞排它性的独 占
,

是人为的扼杀同一部门其它

企业产生的行为
。

这种使自己所办企业处于无竞争状态
,

既是本企业管理落后
、

经营腐败的

原因
,

也为它的生存提供了保护
。

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这样的状况下得到发展
。

有人认为
,

李鸿章等推行专利
,

主要是为了阻止洋商在华设厂
,

并起到了这种作用
,

这

种观点也值得研究
。

诚然
,

郑观应在代表织布局写给李鸿章的呈文中
,

曾要求
“

请准给年限
,

以防外人争利
” ; “

酌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
,

伤行通商各口
,

无论华人
、

洋人均不得在限内另

自组织
”

⑧
。

但李鸿章所奏请的则是
“

只准华商附股搭办
,

不准另行设局
” ,

没有包括禁 止 洋

商的内容
。

退一步说 ,’ 即使是华洋商人同时限制
,

也不值得肯定
。

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
,

人

们在自己的领土上设厂
,

是天经地义
、

合理合法
,

有利于国家民族
,

完全应该受到支持和鼓

励 , 而外商在华设厂
,

纯属侵略行为
,

当时他们也还没有取得在华设厂的特权
,

理所当然在

禁止之列
。

怎么能为了防止外商在华设厂
,

就不允许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行使合 法 权 利

呢 ?l 这种是非颠倒
,

把本国人与外国侵略者等量齐观的做法
,

至少也反映了洋务派首领们政

治上糊涂和缺乏民族气节
,

绝不是什么李鸿章在特殊条件下办企业的策略
,

而是拿原则做交

易
。

至于说李鸿章的专利规定起到了抵阻洋商在华设厂的作用
,

也是于事理不合
。

人们知道
,

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侵略
,

一般是以条约内容为依据
。

但在甲午战争前
,

他们却违约在华设厂
,

对此
,

李鸿章等不仅没有进行过有效的抵制
,

还给予了其中某些工厂以方便条件
。

这就是说
,

西方侵略者连 自己签订的条约都不遵守
,

怎么能设想用中国单方面的规定去约束他们 ! 从对

外交涉的常规讲
,

清政府要制止外国在华设厂
,

也只能依据条约进行交涉和谈判
,

中国单方

面的规定
,

最多也只能在谈判过程中用来向侵略者说明
,

他们连本国人都不允许设立这类工

厂
,

乞求得到侵略者的谅解和宽容
,

只是仅此而已
。

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关系史说明
,

西方列强认为必须攫取的中国权益
,

他们总是运用各种

手段来达到目的
,

而包括洋务派在内的清统治者
,

也总是步步退让以满足他们的要求
。

西方

列强之所以在甲午战争前
,

还没有能在中国建立纺织厂等
,

这固然与洋务派进行了抵制有关
,

但主要是当时世界还是处在 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
,

商品输出还能基本满足其掠夺欲望
;
而且

,

他们所要夺取的也不是单个权利
,

而是要整体掠夺
。

所以
,

尽管当时有少数外商要求在中国

设立纺织厂等
,

但都没有得到他们政府的强力支持和干涉
,

故侵略 目的没能实现
,

这绝不是

什么专利权起了作用
。

实行专利对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
,

却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
。

时人把这种专利非常恰当地



形容为
: “

无异临大敌而反自缚其众将士之手足
,

仅以一身挡关拒敌
,

不亦值乎
”

L
。

1 8 92年
,

《申报》也有人指出这种垄断
,

是
“

损华益洋
”

的短规
。
《北华捷报沐则披露说

: “

中国商人 己经发

觉
,

在高喊抵制洋人声中成立的招商局
,

其实际结果是阻碍了他们 自己的发展
” 。

这种专利垄

断确实是捆绑中国 自己手脚的政策
。

如果说李鸿章等在初定轮船招商局章程和决定织布局专利时
,

有某些阻抵洋商侵权思想

的话
,

那么
,

到招商局与太古
、

怡和洋行订立
“

齐价合 1司
”

后就不尽然了
。

这个合同规定
,

三

公司
“

务要同心协力
,

彼此沾益
,

倘有别家轮船争衡生意者
,

三公司务须跌 价 驱 逐 他 船 为

是
”

L
。

应该承认
,

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
,

近代企业实力远不如西方企业雄 厚
,

如 果

在竞争中自己处于极端不利地位时
,

为了求得 自身的生存和发展
,

与竞争对手暂时达成某种

妥协是必要和允许的
,

但必须是有限度和有原则的
,

也只能局限于本身利益的范围内
,

超越

了这个限度而涉及到国家民族利益
,

和其它企业发展时
,

就应另当别论
。

招商局是打 着
“

专

为抵制洋轮
”

⑧旗号而创立的
,

现在却为了自身的发展
,

在竞争并不是处于不利的情况
一

「
,

与

洋商订立合同
,

公然与外国资本家杭璨一气
,

排挤
“

别家轮船
” ,

而实际效果却正如经元善所

说
: “

但能压抑华商
,

不能遏制外人
。

西人决无此措施
,

自锄同类
,

背道而驰
”

零
。

受 害只是

中国的民族航运业
。

更有甚者
,

合同还规定
“

凡三家争议相持不下时
,

即交洋商公 所 董事决

断
,

该董事判断之事
,

务须遵依
”

L
。

轮船招商局接受这样的条件
,

等于把自己置 于 洋商的

控制之下
。

这就更谈不上是垄断抵洋
,

而是联洋排华了
。

基于上述分析
,

我们认为
,

官督商办企业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
,

它虽对中国

资本主义的产生起过一定作用
,

但就其主要方面看
,

是起了阻碍 民族资本主义和束缚自身发

展的作用
。

20 世纪初
,

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经济活动的效果时说
: “

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

可睹者
,

无他
,

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 已
”
L

。 “

无一成效
”

虽是过头语
,

但他确实抓住了问题的

实质
。

三
“

与洋商争利
”

的实质和效应

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
,

常以
“

与洋商争利
”

自诩
。

当时正值西方列强强化对中国的侵略
,

外国商品大量输入中国市场
,

摧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刻
。

面对严峻的形势
,

李鸿章等把
“

与洋人争利
”

作为创办企业的宗 旨之一
,

认为这是
“

收回利权之大端
” L , “

富强之基
,

此为噶

矢
”

L
,

是具有见地和实际意义的
,

反映了他们还具有要求摆脱外国经济奴役和控制的愿望
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
,

他们的分利要求也得到了部分实现
。

但是
,

李鸿章等的
“

争利
”

思想一开始

就具有严重的局限性
,

至于他们的行动
,

则比言论表现得更为软弱
,

因而不仅不能达到收回

利权的 目的
,

还转到了与他们初愿相背的道路
。

李鸿章等的
“

与洋商争利
”

的最根本的弱点
,

是
“

稍分洋商之利
” 。

在中国领土上仅仅要求
“

稍分洋商之利
”

表明
,

洋务派并不是以国家主人的身份参加竞争
,

夺回 已失去的民族市场
,

而是把侵略者当成中国土地上的主人
,

自己处于从属地位
,

所要求的是在不妨碍主人的既得

利益的前提下
,

分得一点余利
。

这从根本上颠倒了国家的主从地位
,

这种争利不具有真正意

义上的收回利权的性质
。

它虽然能从市场的总份额 中得到一些经济利益
,

但
“

所夺洋人之利
,

奚奋九牛之一毛
”

L
,

既不能对侵略者的已得利益有多大影响
,

也不能防止他们的继续 扩 大

侵略
。

人们只要稍为注意一下中国近代的这段历史
,

就能发现这段时期
,

既有洋务企 业
“

与

洋商争利
”

的事实
,

更有资本主义列强不断扩大对华经济侵略
,

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化程 度 日



益加深的内容
。

我们在这里把两种情况并提
,

并不是要把后者的出现完全归罪于前者
,

仅是

说明洋务派的
“

与洋商争利
” ,

不可能起到真正收回利权的作用
,

中国也不可能在这种
“

争利
”

的前提下走向富强
,

而只能是相反的结果
。

判断洋务派的
“

与洋商争利
”

是否具有收回利权的性质
,

还必须与他们推行的对外政策和

其它经济政策联系起来考察
`

这是被两者均出于一个集团之手决定的
。

它们之间虽不是一回

事
,

但也不是两张皮
,

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
《 ,

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推行的是
“

羁摩外交政策
” 。

这种政策对中国所造成的恶果
,

时人指

出
: “

泰西大小诸邦
,

叩关互市
,

辄以兵力佐其商力
,

所致各埠
,

设官置戍
,

朦幢相望
,

每挟

其所长
,

从而凌侮我
,

来必应
,

请必遂
,

一旦龄龋
。

而伺我者数十国
,

腹心肘腋间
,

遍布森

列
,

几乎国不可为国矣
。

磋呼 ! 此盖误于羁糜之说
,

而驾驭未得其宜也
”

@
。

这里
,

我们并不

是把中国所丧失的主权
,

都归罪于洋务派的
“

羁糜
”

外交
,

但这种外交又确实导致了中国大批

主权的丧失
。

一方面是将大批国家政治经济主权让给侵略者
,

一方面是大叫
“

与洋商争利
” ,

在这种情况下的
“

稍分洋商之利
”

思想即便是真诚的
,

也丝毫不起收回利权的作用
。

联系李鸿

章等在创办这些企业时实行垄断
,

压制私人企业的兴办
,

为侵略者空出市场
,

那么
,

李鸿章

等的
“

稍分洋商之利
”

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收回利权的性质
,

不是更加清楚了吗 ?

还必须指出
,

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办近代企业时
,

往往在开办之初非常强调企业的自主
,

要
“

与洋商争利
” ,

但很快就与侵略者妥协
,

甚至不惜出卖企业的主权
。

如创办轮船招商局时
,

他们在局规中明确规定
,

股票要详填姓名
、

籍贯
, “

以杜洋人借名
”

入股
,

股票也
“

不准 让 与

洋人
” 。

可是
,

一旦经费困难向洋商告贷时
,

便不顾企业 自主和国家主权了
。

1 8 8 3年
,

招商局

向英商天祥和怡和洋行借款 74 万多两
,

年息 1 %
,

两年还清
,

以码头
、

仓库作抵押
。

这就使

企业的自主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损害
。

如果说这次丧权还不 算 严 重
,

那 么
,

1 8 8 5年对英国汇丰银行贷款条件的承诺
,

就几乎使招商局的自主权丧失殆尽
。

这次借款是 30

万英镑
,

年息 7 %
,

10 年还清
,

以全局的轮船
、

码头作抵押
, “

经律师将 (招商局 ) 各项地契
、

船照均缮押契
、

赴英领事衙门过立汇丰行名
”

L ; 汇丰则派一洋人
“

进行监理
” , “

该洋人可以

随时查看局中帐簿
,

并验看各船产业
,

其人薪水 由招水商局发给
” ; “

每年有妥当者二人
,

估局中

各产物轮船 (产业估价 )
,

埃三十万镑金并利还清为止
” 。

此两人 由汇丰派往
,

其薪费各项均由

招商局付出
, “

招商局和汇丰往来银款
” , “

均 由汇丰经手
” ; 如招商局不能照上列各款依时办

理
,

汇丰可 以有权全行收取
, “

或摘取局中船只各物业
,

可出卖
,

可出赁
,

可出典
,

听凭汇丰

主意
”

L
。

可以说
,

招商局实际上为汇丰银行控制了
。

铁路的情况也是如此
。

80 年代初
,

李鸿 章支持刘铭传借款在台湾筑路
,

建议中提出了三

条防范外国侵权的意见
:

一是
“

一切招工
、

购料和经理铁路事宜
,

由我自主
,

借债人不 得 过

l’de ” ,

以防洋人把持
; 二是

“

不准洋人附股
” , “

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
” ,

以防他们诡谋 占据
; 三

是事先议明
,

借款
“

由国家指定日后所修铁路之利陆续分还
” ,

以防洋人侵害中国财政
。

并说
“

不如是则勿借也
”

⑨
,

可说考虑周密
,

维护国家主权的态度坚决
,

然而在稍后的儿年
,

李鸿

章却几乎把中国铁路主权全部 出卖
。

1 8 8 4年底
,

美国使馆参赞何天爵向总理衙门表示
,

美国

愿 向中国贷款 2 0 0 0万两
,

年息 5 %
,

期限20 年
,

以
“

经营中国所有铁路
”

L 为交换条件
,

遭到

总理衙门拒绝
。

李鸿章对此却很有兴趣
,

于 1 8 8 6年派马 良赴美磋商
,

遭到举国反对
,

李鸿章

也为此 电告马良
: “

舆论大哗
,

朝野鼎沸
,

万难照准
” ,

但仍支持其借款活动
。
` “ ” 7年

,

李鸿烹
竞批准了美商华美银行给中国贷款 8 0 0 0万两建造铁路

,

并办一个铸币局
,

以
“

极广泛的利权

为交换条件匆 的计划
,

只是由于朝野反对
,

清廷未予批准
,

才使中国铁路主权未遭出卖
。



在与外洋竞争上
,

也有同样性质的变化
。

招商局开始是打着
“

与洋商争利
” ,

到了与洋商

订立
“

齐价合同
”

时
,

便宣布与洋商
“

息争均利
” 。 “

息争均利
”

虽然仍可
“

稍分洋商之利
” .

但 由
“

争
”

到
“

息争
” ,

由
“

争利
”

到
“

均利
” ,

与洋商合伙分占分额
,

排挤第三者— 中国民族企业
。

而招商局在与太古
、

怡和洋行的分配份额中
,

自己却逐步减少
,

洋商则逐步 增 加
;
自 己 的

轮船 日少
,

外国轮船 日增
,

中国航运业为洋商所垄断
,

民族航运业不能得到顺利发展
。

可见
,

李鸿章等的
“

与洋商争利
” ,

并非如某些同志所说
,

是真正意义上的收回利权
,

更

不是什么收回利权运动
,

也没有起到收回利权的作用
。

不仅如此
,

由于洋务派所具有的软弱

性和买办性
,

他们还走到了收回利权的反面
,

一些企业丧失了自主权
,

国家主权遭到进一步

败坏
。

19 世纪 60 年代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
,

是近代中国可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
。

当时
,

中国尚处在半殖民地社会的早期
,

西方列强还是处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
,

他们对 中国政治
、

经济的控制
,

还不是那么广泛和牢固
,

中国在政治经济上还有一定的主动权
。

在这 种 条 件

下
,

如果清政府不是那样愚味腐朽
,

洋务派能适应 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要求
,

在兴办军事

工业的同时
,

注重兴办民用企业
,

在尽力兴办
“

官督商办
”

企业时
,

大力扶持商办企业
,

中国

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可能的
。

可惜
,

洋务派扭曲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
,

把

中国纳入到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
,

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
,

使中国丧失了仅有

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机
。

历史告诉我们
,

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性质
,

决定了他们不可能

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正确的道路
,

和创造有利的条件 , 他们制造的发展道路
,

是

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栓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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